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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会演及对外

交流 

艾智科
1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抗战文化研究所，重庆 404000) 

【摘 要】: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文化阵地，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在重庆持续繁荣。

与此同时，大批音乐家和音乐团体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举办音乐会演、开展通信联络、译介反法西斯音乐、在国外

传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开展对外交流。战时重庆音乐界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宣传中国抗战

精神，争取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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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反法西斯音乐成为音乐界发展的一个主流。战时重庆的音乐工作者在音乐创作、交流等方面普遍体现了

反法西斯主题，这是当时中国与世界最为相近的音乐旋律。学界对抗战时期的音乐有不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如陈子昂的《抗

战音乐史》，介绍了战时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音乐作品和音乐运动;王续添的《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以抗战歌曲

为中心的考察》则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探讨了抗战音乐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同时分析了抗战音乐对构建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有针

对音乐家的专题研究，如汤斯惟的《重庆时期的李抱忱音乐教育思想探析》一文讨论了著名音乐家李抱忱在重庆时期，就音乐

师资培养、课外音乐活动、音乐教材编订、音乐教具创制、音乐督学制度、音乐学会创设等方面所作的探索和贡献。另外，还

有一些关于战时音乐的回忆录或其他史料整理，在此不一一赘述。纵观这些成果，有关战时音乐对外交流的研究并不多见，但

这恰恰是反映战时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内容。从文化交流史的视角来看，战时音乐对外交流对音乐自身的融合、变化产生了重

要影响，同时也在反法西斯宣传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重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重要的文化阵地，大量音乐家、音乐组织都聚集

在此，他们开展反法西斯音乐创作和对外交流，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一、谱写反法西斯乐章 

中国音乐界在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上起步较早，“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有黄自作曲的《九一八》《抗敌歌》《旗正飘飘》等，

聂耳作曲的《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逃亡曲》《打长江》等，洗星海作曲的《半夜歌声》《流民三千万》《青年进

行曲》《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太行山》《到敌人后方去》《热血》等，吕骥作曲的《中华民族不会亡》《自由神》《示威歌》

《九一八小调》，阎述诗作曲的《五月的鲜花》，张定和作曲的《流亡之歌》，孙慎作曲的《救亡进行曲》，张寒晖作曲的《松花

江上》，任光作曲的《渔光曲》《打回老家去》。随着全国性抗战的到来，大批音乐人和音乐团体迁聚在重庆，在中国共产党倡导

和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音乐创作持续繁荣，产生了大量反法西斯音乐作品，它们与同一时

期的世界反法西斯音乐交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东西方音乐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作品一经诞生，就被不断传唱，产生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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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 

就世界范围来看，这一时期反法西斯战斗处于僵持阶段，各地战斗异常激烈，战争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破坏，对人们的生活

造成了很大影响。苏联方面，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亚历山德罗夫的《神圣的战争》、马特维·勃兰切尔的《喀秋莎》

等，美国反法西斯作品《时光流转》《老兵不死》等，以及意大利游击队歌曲《啊，朋友再见》等，都广为世人传唱，成为世界

乐坛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的经典之作。在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投入到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洪流中，掀起了极高的创作热情。

在此影响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音乐界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描写死守上海的《歌八百壮士》、叙述湘北大战的

《胜利进行曲》、表赞山西乡宁县歼敌的《歌华灵庙》、电影名曲《中华儿女》，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嘉陵江上》，江

村作词、张定和作曲的《嘉陵江水静静流》，沈群作词、王云阶作曲的《东北是我的家乡》，杨友群作词、汪秋逸作曲的《夜梦

江南》，韦瀚章作词、中和作曲的《白云故乡》，潘孑农作词、刘雪庵作曲的《长城谣》，赛克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全面抗战》，

老舍作词、张曙作曲的《丈夫去当兵》，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麦新作词、孟波作曲的《壮丁队歌》，胡然作词、江定

仙作曲的《打杀汉奸》，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高粱红了》，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萧三作词、洗星海作曲的《打

倒汪精卫》，光未然作词、夏之秋作曲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朱光作词、吕骥作曲的《庆祝抗日军胜利》，等等。抗战时期，

各类音乐工作者创作的歌曲多达数千首，至今仍难以全面统计。1939 年底，国民党中宣部考虑到抗战时期歌曲繁多，“选出内容

平妥及有利抗战之歌曲 73首”，同时又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委托中国文艺社选出军歌 7首，前后共 80首定名为《民族

歌声》，由中国戏曲编刊社发行(《编选抗战歌曲集》，《中央党务公报》，1939年，第 1 卷第 22期，第 26页)。1958 年，音乐出

版社曾搜集抗战歌曲编成三卷出版，共收录 146 首。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抗战歌曲都作了整理，但由于资料的局限，以及个人

所持观点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历次抗战歌曲选编都有较大的不同，它们都只能代表了抗战歌曲的一部分，反映了战时音乐创作

的局部。 

除此之外，重庆还有一些民间创作的反法西斯音乐，战时也较为流行。据《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所收录的歌谣来看，战

时大后方创作的反法西斯歌谣超过 600首。其中，在重庆《新蜀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

《扫荡报》等报纸和出版物上刊载的歌谣超过 330 首，包括《总动员歌》《寒衣曲》《防空歌》《出征歌》《征兵歌》《送郎投军》

《杀敌小调》《雾季》《山城小唱》《抗战八年胜利到》等。“这些歌谣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品种繁多，旋律清新优美，感染力

与号召力极强”“抗战民歌与民谣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中华民族赢取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心和信心。”［1］1 

结合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国际形势来看，反法西斯是中外音乐界共同的主题，中国抗战音乐的产生和流传，构筑起近代

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丰碑。在最为艰难的条件下，重庆的音乐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奏响了反法西斯的强音，创作出大量促进战时

中国对外交流的音乐作品。 

二、举办和参与音乐会演以声援抗战 

音乐是一种跨越语言、国家和地区的艺术表现形式。战时重庆的音乐界常常通过开展音乐会演等具体的活动，来与国外同

行互动，引发他们在反战、救亡上的共鸣，进而开展抗战募捐，支援前线。例如，1939 年 12 月 22—23 日，中央广播电台的管

弦乐队应基督教学生联合会、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美以美会社交会堂之邀，与“圣诞合唱团”联合举行圣诞音乐大会，先

后演唱 2 天。“圣诞合唱团”由李抱忱从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国立音乐学院、南开中学选拔优秀歌唱者约 70

人组成。第一天的音乐会由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主办，目的是“为募款救济欧洲战区学生”。演奏曲目包括:圣诞联曲、大提琴独

奏《匈牙利狂想曲》、小提琴独奏《马利亚颂》和《小夜曲》、钢琴独奏《摇篮曲》、混声合唱《圣诞颂》和《哈利路亚》、管弦

乐合奏《水仙花序曲》《漫游诗人》等［2］21。23 日则由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与美以美会社交会堂发起，主办“圣诞音乐会”，

并为负伤将士募捐。李抱忱、王文杞指挥，演唱圣歌多首。其中罕得尔的《哈利路亚》等由中央广播电台管弦乐队伴奏。另有

金律声指挥管弦乐合奏，黄源礼之大提琴独奏，张洪岛之小提琴独奏，范继森之钢琴独奏等。这次音乐会共募集义款 4000余元
［3］37。类似的音乐会演在重庆并不少见。1940年 12 月 28日，国立中央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在南开中学大礼堂主办国际音乐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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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演奏者有七、八国籍人士，我国音乐界名流马思聪、金律声、洪达奇诸先生均有表演。”［4］1943 年 9 月 5 日，驻华美军总

部举行音乐茶会，专为招待之前中美文化协会举办“美国军人月”时宴请该部官兵聚餐的主人和陪客。同时，还决定今后每周

日下午三时举行音乐会，以便招待其他中美文化协会会员［5］。1944 年 6 月 1 日，中英文化协会为响应献金运动，在胜利大厦举

行音乐歌咏大会，请中国歌唱家斯义桂和英国歌唱家郑鉴思等歌咏《蝴蝶夫人》等曲［6］。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交响乐团作为一支专业音乐团体，在抗战时期的音乐会演活动中十分活跃。1940 年，中华交响乐团致

函重庆市政府，请在国泰戏院举办每月音乐演奏会，其目的在于“供给市民高尚娱乐及藉雄壮歌声提高大众抗敌情绪以辅助抗

建宣传”［7］。1942年 2月，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社会部民众动员委员会及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联合主办了文化界国民月会，中

华交响乐团受邀表演［8］。当年 6月 3日，中华交响乐团为庆祝成立两周年，在嘉陵宾馆举行音乐演奏会，特邀宋庆龄、孔祥熙、

孙科以及美、苏、英大使和军事代表团人员约 300人到会。曲目有韦伯的《自由射手》、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等。音乐演

奏会现场对美广播，“收音异常清晰，十分圆满。”［9］同年 12月 23日，由重庆各大学教授和学生组织的圣诞音乐会在民众大戏院

举行，为募集男女青年会学生公社建筑基金，组织者特邀各国使节前往，并开展百人大合唱，曲目有《弥赛亚》《圣母颂》等世

界名曲 18首［10］。不难看出，战时重庆的音乐会演十分频繁，不少会演或由中外文化组织共同发起，或邀请外宾参加，或由中外

音乐家一起演奏完成，这对当时驻重庆的外国使节、记者、文艺工作者以及随行人员等都产生了较大震撼。有些演出活动还通

过国际广播电台对外广播，将音符和旋律通过声波直接传送给外国听众。中外音乐界的这种互动，无疑是在同仇敌忾的语境下，

为着反法西斯的胜利而得以实现的。 

三、开展与国外音乐界的通信联络 

在对外通信联络方面，重庆的音乐界与前苏联往来较多。由于中苏文化协会发起了中苏文化工作者的互致信函往来运动，

战时重庆的音乐界与前苏联同行的沟通显得较为频繁。《新华日报》曾对中华交响乐团与前苏联同行的联络、沟通给予了肯定，

认为:“该团自成立以来，除致力于推动国内音乐运动及提高音乐水准外，复与苏联音乐文化界取得密切联络，以求沟通两国文

化。”［11］1940年 9月，中华交响乐团又致信前苏联音乐界，向他们介绍战时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告诉他们中华交响乐团的发起、

成立经过和工作进展［12］。除了中华交响乐团外，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作为战时音乐界的最大团体，也通过书信、广播积极

开展对外联络。1940 年 9 月 29 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致前苏联音乐界的书信中说:“现在国内的音乐机关、团体，以

及刊物等，不仅在数量上比抗战初期时多，在质的方面也比较以前进步。一般音乐工作者，虽在艰难困难的环境中，仍永远坚

韧不拔地继续努力，这种令人敬仰的毅力，也许就是中国音乐的成功及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这封对前苏联音乐界的书信还说:

“刘雪庵的《中国组曲》、贺绿汀的《晚会》、马思聪的《塞上舞曲》《牧歌》，及陈田鹤的《夜深沉》等，各曲曾先后向贵国广

播，均兼具中国风味与西洋的技巧，为中国划时代的新音乐作品。”［13］ 

此外，战时重庆的音乐家也常常以个人名义与前苏联音乐家通信。1940 年，作为乐团总指挥，马思聪单独致信前苏联音乐

家杜纳埃夫斯基、马良、郭凡尔等人，称:“关于中苏文化协会所发起的(中苏)通信运动，给了我这可欣喜的机会和你通信，我

觉得非常荣幸。”马思聪希望两国音乐界能保持通信，经常介绍双方音乐界的动态。同年 10月 23 日，马良、郭凡尔等从莫斯科

回信给马思聪，表示希望中国介绍更多的音乐组织、音乐家和作品给他们，并称自己在创作一些关于中国的音乐作品，今后前

苏联作曲家协会可长期向中国寄送他们的交响乐谱［14］。1940年 11 月 29 日，刘雪庵给前苏联作曲家协会写信，不久刘雪庵收到

回信。前苏联作曲家协会在信中说:“你在这信里表现了现代进步知识分子最优秀代表们的思想和感情。和我们的中国同业们一

样，我们苏联作曲家也深信进步力量对于反动势力的胜利，文明对于纳粹野蛮的凯旋。……你对于建立中国与前苏联音乐节间

的密切联系的愿望完全和我们自己的愿望一致。现在我们由苏联对外文化联络会中转寄给一些乐谱，并渴望你也寄些给我们。”［15］

毫无疑问，战时重庆音乐界与前苏联同行的通信联络，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增加了用音乐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的共识，有助

于形成音乐界的反法西斯战线。 

四、推介和宣传中国反法西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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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重庆的音乐工作者不断克服困难，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向国外推介中国的反法西斯音乐作品。1939—1940 年，国民党宣

传部国际宣传处请李抱忱等人选择一批抗战歌曲并将其译成英文，以利于传播。选歌时，以“流行”与“优良”作为标准，刘

雪庵、贺绿汀、陈田鹤等都参与进来，最终选定 12首(见下表)。但音乐的翻译十分讲究，其文法、发音、抑扬、顿挫、节奏和

旋律都要有所考虑，既要译得得体，又要便于传唱。李抱忱等人还请一些在渝美国、英国友人相助，才得以成稿。这些歌曲编

译后，“在香(港)印刷，在欧美各大杂志逐首刊载。从此我国抗战歌声，将遍传在海外了。”［16］1944 年，国民党宣传部又请李抱

忱补充了 1939 年之后的抗战歌曲 10 首，这“大概是因为这本集子通过介绍战时中国歌曲创作，发挥了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

宣传抗战的作用，受到欢迎的缘故。”［17］45 

表 1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向国外推介的中国抗战歌曲信息表
［18］83－85 

序号 歌名 作曲 伴奏作者 作词 翻译 

1 《党国歌》 程懋筠 赵元任 孙总理 杜庭修 

2 《国旗歌》 杜庭修 赵元任 戴季陶 杜庭修 

3 《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 李抱忱 田汉 李抱忱 

4 《自卫》 赵元任 赵元任 马祖武 李抱忱 

5 《救国军歌》 洗星海 李抱忱 赛克 隐名氏 

6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麦新、孟波 刘雪庵 麦新、孟波 马彬和 

7 《长城谣》 刘雪庵 刘雪庵 潘子农 隐名氏 

8 《大刀进行曲》 麦新 刘雪庵 麦新 梅克敌 

9 《出发》 劳景贤 劳景贤 劳景贤 戴爱士 

10 《中华民族不会亡》 吕骥 周美德、李抱忱 柳青 杜庭修 

11 《游击队歌》 贺绿汀 贺绿汀 贺绿汀 梅克敌 

12 《抗敌歌》 黄自 黄自 韦瀚章 戴爱士 

 

除了从国内译介音乐向外推送，一些音乐家还走出国门，直接到国外传播战时中国的反法西斯音乐。据音乐指挥家刘良模

回忆，他 1940 年夏去美国，发现美国人虽然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于是，刘良模就用音乐传播中国的抗

战声音。最初，刘良模通过接触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PaulＲobeson)，向美国推介《义勇军进行曲》。保罗·罗伯逊还特

意录制了一套中国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唱片名字就叫《起来》［19］41。1941 年 3 月 26 日，全美助华联合总会在纽约举行第一次

助华宴会，威尔基、赛珍珠、胡适等两千余人与会。期间，旅美华人临时组成合唱团，由刘良模领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歌

曲，在全美广播［20］。此外，刘良模还在美国各地，从商会到人民团体，从大学到中小学，不断地讲中国抗战，并利用各种机会

把中国的抗战歌曲唱给美国民众听。1943 年，他将《黄河大合唱》介绍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合唱团，由合唱团译成英文，在

美国传唱［21］。另一位在美国传播中国抗战音乐的重要人物是王莹。据当时与王莹一同赴美的谢和庚回忆，1942 年，苏、美、英

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王莹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并作了演讲，演唱了《卢沟桥》。会后，王莹又借着巡回

演讲的机会，到美国各地唱中国抗战歌曲。在赛珍珠的帮助下，王莹等人在美国创建了“中国剧团”。这个剧团由中美两国演员

参加，经常到各城市演出，大量抗战歌曲在演出活动中得到传播。事实上，抗战时期，由于海外华人的努力，包括《黄河大合

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等在内的不少歌曲得以在异乡传播。例如 1942年 2月，缅甸华侨战工队在缅甸曼德勒云南会馆

演出，之后又到眉苗、叫脉、锡波、腊戍等城镇进行巡回演出。《黄河大合唱》《团结起来》《黄花曲》等均被传唱，“演出获得

巨大成功，并对战后缅甸华侨爱国歌咏运动的广泛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22］407 

随着中国反法西斯音乐影响的扩大，一些同盟国的音乐家主动介绍、改编、演奏中国音乐。据《新华日报》载:“苏联名歌

曲家、诗人，编译我国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最受欢迎，苏联著名歌曲家克里曼蒂克基马利夫，已将中国抗战歌曲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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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编制乐谱，有数种业已制成留声机片，行销甚广。名曲中，最受欢迎者为《义勇军进行曲》及《流亡曲》等，其词意都由

名诗家沙诺夫、阿尔托森等人译为俄文。”［23］1943 年 9 月 20 日，英国钢琴家海斯在伦敦阿尔柏特大厅演奏，由布尔特爵士指挥

之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队伴奏。此次演奏，是克里浦斯所主持英国援华募款委员会开展的活动之一。一些中国歌曲被事先编入

活动进行演奏，此外还有英国国歌，及莫扎特、贝多芬、舒曼等人作品。到会各国贵宾及听众约 3000 人［24］。此外，由于中国抗

战音乐在美国的不断传播，美国作曲家古尔德等将《军民合作》等改编成交响乐。这些改编的乐曲还曾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管

弦乐队演奏，并向全美广播［25］。可见，通过音乐交流，国外音乐界对中国战时音乐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译介、改编和演

奏中国音乐无疑使之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抗战的正义声援。 

五、引介战时西方音乐 

随着战时中外音乐交流的不断推进，西方音乐实际上进一步延续了战前对中国音乐界的影响。战时中国音乐界对世界反法

西斯音乐作了大量引介，这显然有利于促进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对于前苏联音乐的引介比较

积极。1939年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常播放前苏联音乐，其中名家音乐包括杜纳也夫斯基的《故乡》、可列斯尼夫的《哥萨克的斯大

林歌》、予拉迭利的《献给领袖》、伊得克维赤的《前奏》、司片甲洛夫的《歌剧阿尔比斯特的进行曲》、布伦的《却派耶夫卡牙

曲》、索洛维约夫的《骑兵曲》、可瓦略夫斯基的《空军城影的前奏》、堤可夫的《英雄组曲》、披克拉斯的《假如明日有战事》

等［26］。另外有《热情进行曲》《铁路工人进行曲》《共青号机关车》《怎能不唱呢》《体育进行曲》《坦克手进行曲》《雄心曲》《女

力士》《骑兵进行曲》《红海军进行曲》等［27］。还有前苏联民族音乐，包括东冈民歌、三达旅进行曲、奇基兹古恋歌、民间恋歌、

民间抒情曲、奇基兹进行曲、哥萨克民歌、柏尔图鲁恋歌、塔吉克恋歌、卡巴尔金古民歌、乔治亚民歌、亚治伯赞民歌、阿赛

乐之莱兹更女人等［28］。与此同时，中苏文化协会对于前苏联音乐的引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苏文化协会与前苏联对外文化协

会展开联系，介绍中国音乐和音乐家给对方的同时，也在中国推送前苏联音乐。为此，前苏联方面向中国音乐界赠送音乐作品，

并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展示。1943 年初，中苏文化协会就接到前苏联方面运送的大量作品，有“苏联各民族歌剧曲谱，交响乐谱

等。”［29］当然，除了介绍和播放前苏联音乐外，考虑到战时重庆有不少美国人，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也于 1942 年 12 月 7 日

开始，特设美国音乐时段，每晚播放半小时，音乐唱片由美军司令部提供［30］。 

抗战时期，中国音乐界对提升音乐演奏技术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中华交响乐团在成立时便将“提高我们音乐的技术理论同

人民的音乐认识的水平，介绍西洋的音乐”［31］作为其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事实上，从乐器使用上讲，抗战时期的中华交响乐

团、国立音乐学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实验剧院实验乐团、中央广播电台管弦乐队等都是典型的受西洋音乐影响的专业组织，

他们的演奏多依赖于对西方音乐器材的使用。在战时重庆，这些音乐组织主办或参与了众多演出活动，其中不少曲目便是外国

作品，这在客观上是向中国听众直接推送西方音乐及其演奏技术。1940年 11 月 9日，中华交响乐团在嘉陵宾馆举行音乐会演，

邀请冯玉祥、孙科等两百余人参加。此次演奏会除演奏《荒山之夜》《夜曲》《我的祖国》等作品外，还演奏了俄国音乐作品，“实

为我国音乐界演奏俄国作曲家作品之缀始”［32］。1941年 3月 5—6日，由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学院实验管弦乐团和实验剧院

交响乐团组成的三大管弦乐团联袂在国泰大剧院演奏。演奏团共 80余人，由吴伯超、马思聪、郑志声担任指挥。两日演奏曲目

完全相同，为 9 支世界名曲: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马思聪的《思乡曲》《塞外舞曲》、韦伯的《自由射手》序曲、莫扎特的

《美奴爱特舞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得法拉的《巫者

弄情》。1943年，中华交响乐团“为加强民众音乐教育，决定以后每星期举行‘星期音乐演奏会’一次，假银行业同仁进修社礼

堂举行，节目有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韦伯《自由射手》及莫扎特弦乐四重奏等名曲。”［33］当然，之所以介绍西洋音乐，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音乐在掀起民族主义、开展反法西斯救亡运动中有着巨大作用，这实际上超出了音乐交流、借鉴本身在技术范

畴上的意义，与战时特殊的环境不无关系。 

六、结语 

中国有着悠久的音乐文化传统，但中西方音乐领域的交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多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由于

受到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西方音乐在教会仪式、军乐演奏、学校教学、酒吧舞厅以及家庭生活等场合不断产生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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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到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以“左翼”音乐运动为先导，一批反

映救亡图存、革命进步的歌曲不断涌现，它们一方面将新的音乐技术、手段或特质运用其中;一方面把音乐与普通大众的心理融

合起来，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色。抗战全面爆发后，音乐的发展和交流进一步延续和彰显了这种特色，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

和交流也更加繁荣。与此同时，受战争局势的影响，大批文化人和机构纷纷内迁，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空间版图完全改变。此

时，重庆市救亡歌咏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重庆市普及民众歌咏运动委员会、中华交响乐团、中国音乐学会等相继

在重庆创立，还有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国立音乐学院等也在重庆创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以重庆为中心

的大后方音乐在坚持抗战、争取民族独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4］。在对外交流中，战时重庆的音乐界以反法西斯为主题，通过举

办演奏会、通信联络、译介作品、在国外改编和传唱歌曲等多种方式与美、苏、英等国同行频频对话，有的还走出国门，与当

地音乐界和民众互动，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有助于宣传中国抗战精神，争取国际支持，构筑文化界的国际统一战线，

同时也为推动近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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